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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协同视角下的计算广告：研究述评与展望

刘    通,  黄敏学,  余正东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计算广告被定义为一种应用广泛的、数据驱动的广告方式，它依赖于企业增强的

计算能力、数学模型/算法和技术基础设施来监控、监视个人行为并创建和传递广告信息，以其

自动化和精准化的特点成为互联网广告的主流形式。但是，计算广告当前模式中存在的数据悖

论、决策短视等问题阻碍了广告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为了更好地促进计算广告的发展，本文首

先对计算广告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解析以得出问题出现的原因，然后从心理层面探究了

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最后对计算广告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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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企业精准投放广告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互联网广告规模快速

增长。2010年末国内网络广告服务商受到国外RTB（real-time bidding，实时竞价）广告的冲击与

启蒙，开始部署RTB网络广告战略；到201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6 464.3亿元，同比增长

30.2%，其中移动广告市场规模达5 415.2亿元，同比增长47.8%，在互联网广告整体市场中占比

83.8%，并且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定量思维和算法已经深度融入中国广告业，极大地改变了广

告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形成了依赖数据进行投放和迭代的模式（Qin和Jiang，2019）。
在此背景下，随着对消费者数据的利用和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计算广告（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或称程序化广告/移动广告等）成为网络广告的主流形式（Huh和Malthouse，2020；
Yun等，2020）。计算广告期望基于消费者数据定制个性化内容以达成投放目标，但这种纯粹依

赖数据和算法的决策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模式本身的限制。作为大数据技术的典型应用，计算广

告系统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模型完成了对广告投放过程的自动化改造：收集消费者历史数据进

行特征和需求挖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广告内容的个性化生成和展示，即时收集广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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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断循环迭代以完成最优选择（Choi等，2020）。因此，计算广告的每次投放都是系统协同作

用的结果，其投放决策主要基于数据的关联性挖掘。然而，这种模式在数据、算法和算力方面都

有其局限性，例如数据悖论（由于消费行为的移动性，收集消费者数据越多，消费者画像才越精

准，但同时计算越复杂，隐私侵犯问题越严重）（Yun等，2020）、决策短视（广告内容过于多变以

适应消费行为的场景性，但忽略了品牌形象的长期建设）（van Noort等，2020）等。那么，如何突

破计算广告现有模式的限制以继续提升广告效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剖析问题根源

的基础上，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进行了探究。

本文首先通过对计算广告相关文献和业界经验的梳理，对计算广告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进

行解析，得出问题出现的原因，并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进行验证。广告的精准化目标使得计算

广告产生数据协同决策的模式：PC时代以及之前的经典广告是被动等待消费者观看，广告作

用过程是“刺激—机体—反应”，广告研究的重点是内容如何刺激消费者心理以及行为；计算广

告则主动寻找目标消费者进行投放，广告过程变为“预测—匹配—迭代”，依赖数据之间的关联

性做出协同决策，算法和数据成为研究重心（根据以下计算广告文献计量结果）。据此，本文认

为计算广告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告目标与广告模式之间的冲突：在广告目标层面，计算广告与传

统广告一致，都是为了实现特定语境下特定用户和相应广告内容之间的“最佳匹配”，即为广告/
产品推荐“找到目标受众”；在广告执行层面，与传统广告“千人一面”的慢速迭代不同，计算广

告能够将丰富的数据和算法相结合，并通过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分工协作，快速完成“消费者画

像—广告竞价—内容生成—个性化调整—媒体投放—效果评估—优化升级”的广告投放流程，

对广告进行“个性精准”的快速迭代（Li，2019）。而目前的数据协同决策模式所基于的消费者历

史行为数据却是碎片化和场景化的，并且算法模型过度依赖行为数据之间的直接关联分析，缺

乏对消费者做出决策时的心理机制的探究，从而难具稳定性和解释力。所以，之后本文试图从

心理层面探究计算广告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和方法。本文通过对营销相关理论文献的梳理，尝

试构造“用户—产品—场景”三元交互的知识图谱，在目前基于数据协同的三个主要子系统（负

责需求预测的DMP，负责内容匹配的DSP，负责反馈迭代的SSP）的基础上，搭建起心理协同框

架，探究消费者行为背后更加内隐和稳定的心理模式，把因果推断能力引入决策过程，将数据

协同模式引导向心理协同模式，从而更加有效和稳定地预测消费者需求。

在研究意义上，本文首先探究了计算广告数据协同决策模式的产生原因，并利用文献计量

对计算广告模式进行了验证。然后，本文指出当下计算广告面临的发展困境来自于广告精准化

目标与依赖数据算法手段之间的冲突，而补充对消费者心理的洞察可以有效弥补该漏洞，因此

本文尝试在计算广告当下数据协同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心理协同框架。之后，本文通过对之前营

销研究中的心理机制进行梳理，并加入移动化的场景变量，构建心理协同模式中“用户—产品—
场景”三元匹配的知识图谱，与现有计算广告系统的数据标签相结合，尝试搭建心理协同模式

的运行基础。最后，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提出了解决计算广告数据和模型问题的可能方向，即引

入新的知识对消费行为进行更深刻的理解，将其与自动化决策相结合，从数据协同模式变为心

理协同模式，从依赖数据与算法的计算智能模式转变为具有理解和解释能力的认知智能模式。

二、  计算广告的发展模式

（一）计算广告现有模式：基于数据协同的自动化决策

计算广告的出现，一方面依赖于数据来源的增加和模型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移

动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消费场景变化。线上与线下场景的融合对广告主捕捉消费者所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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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计算广告展现出依赖数据和模型的特征，逐渐忽略了传统广告所

重视的消费者心理机制。相较于传统广告时期依靠经验的决策模式和电商广告时期的“广告—
用户”线性作用模式，计算广告不仅依靠数据与模型完成全流程的自动化升级，还同时加入场

景变量完成“用户—产品—场景”三元交互模式。具体而言，计算广告能够根据消费者的购买活

动进行全过程、全场景的跟踪和针对性投放。首先，广告系统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来对消费者进

行画像以预测偏好并指导之后的内容生成和投放，而之前的广告模式在这一阶段则根据广告

主预设的受众形象被动设计广告内容并等待受众反应；然后，在计算广告核心的赋能阶段，人

工智能模型会根据用户画像，依照某种生成逻辑自动生成广告内容并进行个性化调整，并且在

合适的时间、地点（场景）投放给受众；最后，计算广告能够实时统计所取得的行动效果如点击、

购买等，并将这些行为数据反馈给广告检测平台进行分析以进一步迭代优化，最终达到“千人

千面千景”的广告效果。

相较于传统广告、电商广告，计算广告的数据协同决策模式体现在广告管理过程中，如

表1所总结。
 

表 1    不同时期广告特征描述

广告管理
经典广告 电商广告 计算广告

特征 特征描述 特征 特征描述 特征 特征描述
决策模式 刺激—机体—反应 预测—匹配—迭代

技术基础 人工经验

广告结果数据难以
取得，广告决策与
调整依靠经理的经
验；迭代周期长，没
有数据依据

数据+
统计

广告效果反馈产生
了一部分数据，利
用数据统计结果调
整；数据不足，迭代
速度较慢

数据+模
型

广告效果实时反
馈，模型根据数据
循环迭代；数据依
赖问题，模型缺乏
解释能力

确定目标 传播效果
提高产品知名度与
树立品牌形象和偏
好

行为+销
售效果

提高访问量和增加
反馈信息； 销售企
业产品和开展电子
商务

传播+行
为+销售
效果

线上、线下融合，多
种效果维度

选择受众 购买媒体
通过媒体特征来筛
选受众

购买网站
通过网站类型来筛
选受众

购买受众
通过用户行为标签
直接选择受众

生成内容 人工制作
由专业的广告工作
人员精心制作； 反
应慢，内容更改难

电脑组合

提前设计好素材
库，由电脑进行元
素组合；反应较快，
可以更改内容，但
受素材库限制

智能生成

由人工智能直接对
广告图片进行调整/
修饰；反应快速，内
容灵活多变，没有
素材限制

投放与效
果评估

线下静态
投放；效
果很弱

主要投放于电视、
报纸等传统媒介；
投放周期较长，即
时反应能力弱，可
统计性不强；迭代
优化难、周期长

线上静态
投放；效
果较强

主要投放于PC端；
投放周期和时间都
较为灵活；反馈手
段便利及时，统计
结果准确；迭代优
化较快

动态投
放；效果
很强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跟踪式投放；动态
场景投放，没有投
放周期和时间限
制；即时检测效果，
随时更改投放策
略，并优化改进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从上述三个广告模式的对比可以看出，移动技术发展带来的用户决策移动化要求广告投

放决策自动化快速完成，由被动的“刺激—机体—反应”模式转变为主动的“预测—匹配—迭

代”模式，这成为计算广告数据协同模式的需求基础。在PC时代及之前，广告主要是“刺激—机

体—反应”模式，受数据维度和设备算力等的限制，企业做不到内容和场景的精准化调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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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广告研究关注广告内容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企业以自己对消费者行为的预判为

中心进行广告设计，试图利用广告内容激发消费心理从而使消费者做出相应反应。与之不同的

是，计算广告采用“预测—匹配—迭代”投放模式，得益于数据的丰富和算力的增加，广告系统

可以先通过采集的消费者历史行为数据预测其需求，然后主动调整广告内容和投放场景以匹

配消费者偏好，并且记录结果进行迭代升级。整个广告系统采用自动化协同决策，各个子系统

选择适合的模型，并利用数据传输进行协作工作，在整个过程中数据和算法是重心，而产品、场

景和用户之间的心理联系更为隐性，受到忽视。接下来，本文将展示计算广告系统的协同运作

模式，讲述如何依靠数据和算法实现“预测—匹配—迭代”。
计算广告采用程序化的生成和投放模式，整个过程自动化执行、毫秒级反馈，广告主能够

实时动态竞争媒介资源（Sayedi，2018）。计算广告程序化投放系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负责消

费者画像的数据管理平台（DMP），负责出价和内容制作的需求方平台（DSP）或广告交换网络

AdX（ad exchange），以及负责投放广告并反馈迭代的供应方平台（SSP）。数据管理平台为广告

竞价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定位目标消费者完成需求预测；需求方（即广告主）平台，在定位目标

人群后，利用创意管理等工具完成广告的个性化匹配；供应方则是不同的网站或APP，把目标

人群与访问人群进行匹配以精准投放，并收集广告效果帮助迭代。此外，很多时候是多家广告

主同时投放，这就要通过广告交换网络进行实时竞价（RTB），出价高的广告主得到广告位

（Choi等，2020；Huh和Malthouse，2020）。接下来，本文使用计算广告在业界的总结资料（《计算

广告》《程序化广告：个性化精准投放实用手册》《程序化广告实战》等）来描述三大子系统的特

征和功能，具体如下：

DMP代表计算广告模式的第一步：需求预测。DMP是把分散的第一、第三方数据进行整

合，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和细分、标签化管理的平台，能够帮助所有涉及广告库存购买和出售

的各方管理其数据、更方便地使用第三方数据、增强对数据的理解、传回数据或将定制数据传

入某一平台，以更好地进行受众定位。

DSP代表计算广告模式的第二步：内容匹配。DSP为广告主提供跨媒介、跨平台、跨终端的

广告投放平台，通过数据整合、分析实现基于受众的精准投放，并且实时监控不断优化。根据需

求方对数据和技术的控制权限，可将DSP的服务模式分为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

务）、PaaS（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和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

务）。在不同服务模式中，需求方所拥有的投放、数据、技术权限以及使用方式是不同的，收费模

式也不一样。

SSP代表计算广告模式的第三步：反馈迭代。SSP是面向广告售卖方（媒介方）的平台，帮助

网站主或网站代理管理各自的广告位，专注于广告位优化、展示有效性优化、展示竞价优化。由

于现在SSP的功能基本与AdX一致，因此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广告交易平台，其主要功能包括：

（1）管理广告位的分配；（2）筛选来自不同广告交易平台的广告请求；（3）管理广告位价格。在

SSP上，如果没有合约，各方将通过实时竞价（RTB）的方式购买广告展示机会。RTB是一种利

用第三方技术在数以百万计的网站或移动端针对每一个用户展示机会进行评估以及出价的竞

价技术。RTB引擎是SSP系统的核心，是实现高并发（每天百亿级别请求）、实时反馈（50毫秒之

内需要反馈）的关键。

综上，当下的计算广告系统有着明显的技术导向，根据数据形成用户标签，根据数据做出

广告位竞价决策，根据数据反馈进行迭代调整，数据加算法的组合已经成为其“预测—匹配—
迭代”模式的运作基础。传统广告活动中对心理机制的探讨和研究在计算广告系统中逐渐模

糊，在广告系统的实际构建和运行中的位置逐渐边缘化。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对计算广告研究

主题演变的文献计量分析，论证数据与算法在计算广告当下模式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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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告研究主题的演变：关注算法优化

1.文献来源与数量统计

借鉴之前学者采取的文献计量分析步骤和标准（David和Han，2004），本文对计算广告研

究领域代表性研究进行系统回顾：（1）以广告关键词“计算广告（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移
动广告（mobile advertising）、程序化广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定向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技术关键词“程序化创意（programmatic creative）、实时竞价（real-time bidding）、
动态创意优化（dynamic creative optimization）”等为主要搜索关键词，在EBSCO、Web of
Science、JSTOR、Wiley以及中国知网等国内外各大电子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为了更好地体

现出广告的发展过程，本文并未限制文献的时间；（2）本文主要在营销和信息科学领域进行文

献检索，所选文献的标题和摘要至少包含以上一个关键词；（3）通过阅读摘要剔除与计算广告

主题不相关的文献；（4）对文献来源期刊尽心检查和精炼，删除重复以及非核心期刊来源的文

献（国内文献以CSSCI或CSCD刊源为筛选标准）；（5）通过阅读剩余文献确保文章与计算广告

研究主题的相关性。最后，总计690篇文献符合要求，其中外文文献641篇，中文文献49篇。仔细

阅读所选择的文献后，本文围绕发表时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对文献进行编码处理。图1显示

了文献的发表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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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图 1    文献时间柱状图
 

与计算广告概念相关的学术探讨出现很早。较早期文献主要集中在广告内容与消费者特

征的匹配上，指出了广告精准化投放的发展方向。在2015年出现实时竞价后，关于如何获得竞

价均衡的研究开始出现，成为计算广告技术的基础（Balseiro等，2015）。2019年以后，随着计算

广告在业界的发展，营销与信息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2020年开始，专有名词“计算

广告”被正式提出并成为共识（Huh和Malthouse，2020），特别是计算广告研究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计算广告相关话题的研究（如图1所示）。

2.研究主题演化

本文在CiteSpace中导入所搜集的英文文献的摘要和关键词（由于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共

现关系无法共同计算，选取了文献数量更多的英文文献作为关键词共现分析的数据源），通过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来描绘当前计算广告研究的主题分布。由于研究文献分布于

1991—2021的30年间，因此本文将相关文献按照时间分为三部分，每十年一划分，分别是

1991—2000年、2001—2010年和2011—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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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00年间的计算广告研究共有23篇文献，其中营销和管理领域共13篇，计算机科学

和信息管理领域共10篇。营销和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广告预算分配和服务场景（Liang，
1999），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来源于大规模调查和企业现实收入数据（Shavitt等，1998），在策略

迭代方面则依赖于传统模型如Markov模型和贝叶斯模型等（Desai和Gupta，1996）。计算机领域

则出现了一些动态规划和实时竞价技术研究，如将带宽利用效率提升等方法（Litoiu等，1998）。
在此时期，营销管理研究与互联网技术研究交集不大，所以关键词中的行为、定价、市场和传播

等主要集中在营销领域，而算法和模型等则集中在计算机领域。关键词共现的具体结果如

图2所示。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图 2    计算广告相关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1991—2000年）
 

2001—2010年间的计算广告研究共有131篇文献，其中营销和管理领域共80篇，计算机科

学和信息管理领域共51篇。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在线广告成为研究重点，广告个性化成为

提高广告效果的重要手段。互联网使得广告主能够获得一部分消费者的数据，因此更加精准地

定位消费者的数据挖掘技术开始应用（Kulathuramaiyer和Balke，2006），计算机科学与广告投

放开始产生关联。一方面，广告主期望通过争夺互联网入口流量来争夺消费者，因此竞价的搜

索引擎广告开始出现（Feng等，2007）；另一方面，广告主也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实现个性化匹

配，包括利用消费者所属文化（Choi等，2008）、利用广告交互形式（Cheng等，2009）、利用线下

场景（Tripathi和Nair，2007）、利用算法进行预算分配（Zhang等，2010）以及将经验与移动技术

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广告效果（Xu等，2008）等。该部分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结果如图3所示。

2011—2021年间移动互联网技术得到快速发展，计算广告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加，共有

536篇文献，其中营销和管理领域共312篇，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管理领域共224篇。消费者的海量

数据和不同模型的结合驱动了计算广告的发展（Boratto等，2017），计算机科学与营销管理领域

的紧密结合使得广告投放能够自动化和个性化执行。在此过程中，计算广告的各个系统逐渐形

成，包括消费者画像系统（DMP）、广告个性化以及竞价系统（DSP）和媒体资源交易平台（SSP）
等。广告主和媒体方（1）利用行为数据对消费者进行标签化管理（Ham和Nelson，2016），使用协

同过滤方法进行受众筛选（Yoldar和Özcan，2019）；（2）通过实时竞价对每次广告展示机会进行

购买（Sayedi，2018），然后依靠AI技术生成广告内容并进行个性化调整（Deng等，2019a）；（3）投
放完成后根据效果进行迭代优化（Helberger等，2020）。反映在关键词上，广告定位、设计和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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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成为循环迭代流程的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变得不可分割。整个系统通过算法完成筛

选、竞价、投放、效果采集和迭代，并且是快速主动进行的，而非PC时代通过消费者主动搜索信

息产生的被动定向。因此，计算广告的投放系统并不依赖于人工经验和知识，而是在数据和模

型的循环迭代中不停试错以达到最优解。该部分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结果如图4所示。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图 4    计算广告相关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2011—2021年）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图 3    计算广告相关研究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200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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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各个时期广告研究关键词的变化，可以看到在历经30年的进化后，数据和算法逐

渐成为计算广告的重心。在1991—2000年间，相关研究以消费者行为为主，线下广告和电视广

告是主流，虽然产生了一些初步的计算机竞价和分布计算技术，但广告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不

多。在2001—2010年间，在线广告逐渐成为研究主流，个性化成为广告目标，广告与计算机科学

逐渐开始融合。在2011—2021年间，计算广告模式开始出现，广告自动投放系统依靠计算机科

学被逐渐搭建起来，数据和算法成为广告内容设计和投放执行的基础。

（三）计算广告研究：从数据协同到心理协同

根据上述广告文献的计量分析结果，计算广告依靠数据和算法进行自动化协同决策模式

的具体表现为：计算广告依靠数据和模型驱动，通过子系统的分工协作完成“预测—匹配—迭

代”。但本文发现，在进行“买点（用户）—卖点（产品）—触点（场景）”之间协同决策时，现有计算

广告模式在数据和模型两方面都面临一些困境，例如机器学习模型是黑箱结构，缺乏可解释性

（Ma和Sun，2020）。这些问题反映在“预测—匹配—迭代”的不同阶段和子系统中，如表2所示。
 

表 2    数据协同模式的部分问题

预测阶段 匹配阶段 迭代阶段

数据
问题

采集消费者数据带来隐私关注，
数据过多带来算力不足

内容跟随广告短期目标和消费者数
据变化，不能突出统一的品牌

依赖于过往行为数据，忽
略当下场景对消费者行为
的影响

模型
问题

很少理解消费者数据，只是对数
据标签与行为记录进行关联，使
得系统权重分配有很大随机性

在广告效果分析的归因过程中，难
以对广告效果进行分析，进而需要
大量算力和实验确定内容迭代方向

投放系统依赖于数据和模
型本身的选择，难以对新
的广告活动进行泛化推广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当下计算广告的发展已经受到上述问题的阻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目前的数据协同决

策模式之外引入新的知识，对“预测—匹配—迭代”的不同阶段进行更深刻、更本质的理解。计

算广告现有模式使用数据和模型驱动，通常以消费者的无意识本能反应和基于直觉的快反应

数据为主，而忽略了对消费者行为背后更具稳定性和预测性的心理动机的探索。所以，本文将

尝试在计算广告系统中引入营销相关理论，利用消费者心理机制研究对行为数据进行更深入、

更内隐的理解，建立“行为—心理”因果推断知识图谱，构建基于心理协同的决策模式。由此，计

算广告可以利用有意识的、可操控的心理机制更加稳定地预测消费者无意识的、直觉的决策行

为。具体而言，在心理协同决策框架下（如图5所示），系统需要考虑“买点（用户）—卖点（产

品）—触点（场景）”三个方面，利用相关理论知识构建起消费者端、广告主端和媒体端的内在关

联，刻画出驱动用户三元交互行为的内隐心理机制，从而真正理解广告策略制定的缘由，然后

与计算广告现有模式所使用的行为数据相结合，通过策略性实验对比投放，进行迭代学习和优化

升级。

接下来，本文将根据计算广告“预测—匹配—迭代”的执行模式，对其各个子系统的数据协

同流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买点（用户）—卖点（产品）—触点（场景）”三元

协同的知识图谱，尝试将数据协同决策模式转变为更加稳定的心理协同决策模式。

三、  需求预测：消费者画像

计算广告的“预测—匹配—迭代”模式，首先是对消费者进行画像，并对需求进行预测。计

算广告对个体消费者的特征、行为数据和场景信息进行收集，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对这些数据进

行标签提取和分类，然后使用标签组成完整的消费者画像（Choi等，2020），并通过挖掘数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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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关联性进行需求预测，从而实现个性化触达（Huh和Malthouse，2020；Yun等，2020）。不过，

这种挖掘数据关联性的协同模式难以在数据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测需求。所以，本文认为

应该在现有系统中引入心理标签从而洞察更稳定的消费需求，即在多变的行为数据基础上构

建心理协同框架。接下来，本文将简要介绍数据标签画像流程，然后着重论述如何利用内隐的

心理标签建立相应的知识图谱，以更好地预测消费者行为。

（一）数据协同模式下的画像过程

在计算广告投放流程中，数据资源管理平台（DMP）负责提供数据分析、管理和调用的支

持，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构建标签体系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标签体系是层层递进、逐渐形成

的，通常在广告目标确定后，需要经过用户定义、筛选条件、打标签、生成人群数据包、广告投放

和数据更新六大步骤。标签一般包括用户的人口属性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以及其他一些特别

的行为或兴趣特征，如经常点外卖、喜欢喝咖啡等。

消费者标签构建完成之后，主要通过协同过滤算法进行需求预测。简单来说，广告主事先

在标签体系中选择好自己的目标受众所拥有的标签特征，然后DMP平台就会对每个广告触点

的受众特征进行提取分析，并与广告主的目标受众特征进行匹配，只有匹配合适的广告触点才

会被进一步推送给广告主进行交易购买。

（二）心理协同模式下的消费者画像

从消费者行为数据到所处场景信息、群体信息等，标签体系的不断完善是为了更好地对消

费需求进行预测。现有的标签体系主要基于实时收集的消费者行为数据来对消费者进行刻画，

具有外部动态性，属于外部标签；而更为稳定的内部标签，或者说心理标签，可以表征消费者的

内部心理状态，需要经由心理学理论反推而来，目前在实践领域缺乏相关理论指导，因而使用

较少。不过，更为稳定的高级标签或者说心理标签，能够更加有效地预测消费者需求，所以广告

主应该增加对隐含在数据标签之下的消费者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的重视。基于此，本文对数据

标签和心理状态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标签体系分为外部标签和内部标签两个部分，其

中外部标签为场景标签，更加关注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标签为心理标签，更加关注消费者心

理状态。具体标签体系如表3所示。

1.外部标签或场景标签

消费者对营销传播的反应会受到其所处场景的影响，尤其是在移动广告环境下，理解消费

场景/触点
场景标签迭代投放

心理协同

迭
代
学
习

匹
配
内
容

产品/卖点
内容标签生成广告

预测需求

用户/买点
心理标签选择用户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图 5    心理协同框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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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处场景如何调节或促进营销传播是至关重要的（Grewal等，2016）。根据之前的研究，我们

将与计算广告有关的场景因素主要分为空间场景、时间场景和社会场景三个部分，这些场景对

消费者的影响机制不同，在不同场景下产品推荐的有效性也会产生差别。

（1）空间场景。地理位置对广告效果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首先是区域的

划分，例如，消费者离商店的物理距离越近，越容易关注和使用基于位置的移动优惠券（Dubé等，

2017）。其次，在同一区域内的消费者也有着内在同一性，例如，对重新定向广告来说，同一地区

的消费者对同一产品类别优惠券的反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Zubcsek等，2017）。
（2）时间场景。时间也是影响广告效果的重要特征。人体生物过程导致生理觉醒（内部刺激

水平）在一天中系统地波动，大多数人的昼夜节律通常每天都在相同的时间振荡，由于生理觉

醒水平的波动，消费者会在一天之内对产品多样性产生有规律的追求（Kraemer等，2005）。这导

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下午时间于社交媒体上发送定向内容广告会导致更高的点击

率（Kanuri等，2018）。另外，就不同的日期而言，当消费者距离商店地理位置更近时，提供仅限

当日使用的优惠券更有效；而次日优惠券在非近距离定向广告情境下更有效（Luo等，2014）。
在时间之外，广告内容可以作为对消费者产生时间预期的刺激内容，改变广告内容的排列方

式，可以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更高的评价（Romero等，2019）。
（3）社会场景。消费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对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广告

效果。与之前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所不同的是，社会场景更强调对消费者施加的社会影响，

例如拥挤会强化产品推荐的有效性（Kawaguchi等，2019）。除此之外，他人的存在也能影响营

销效果，当有男性店员在场时，男性顾客更加倾向于购买贵重物品以彰显社会地位（Otterbring
等，2018）。

2.内部标签或心理标签

消费者的内在心理特点决定了其面对广告时所做出的基本决策，因此企业在对消费者进

行画像时，不仅需要记录消费者的历史行为，更应该通过行为数据进一步推测消费者的内隐心

理特征，以更好地预测消费者未来的行为。在此，本文仿照SOR模型中消费者反应机制的探究

（分为即时的本能反应、快速的直觉反应和慢速的理性反应），将内部标签分为生物本能、个体

特征和群体特征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广告刺激手段。

表 3    消费者洞察标签体系

一级标签 二级标签 三级标签 标签变量（例）
理论或
模型

变量作用

外部标签 场景标签

空间场景

消费者与商店
之间的物理距
离（Dubé等，
2017）

—
消费者离商店的物理距离越近，越容易关
注和使用基于位置的移动优惠券

天气变化
（Schlager等，
2020）

心理模拟
产品与给定的天气状态相关联（vs.未关联）
时，产品价值才会增加，因为产品和天气的
匹配有助于心理模拟

时间场景

广告发送时间
的影响
（Kanuri等，
2018）

生理唤起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下午时间于
社交媒体上发送定向内容广告会导致更高
的点击率

社会场景

其他人物的在
场
（Otterbring等，
2018）

进化心理
学

在有一个身体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雇员在
场（vs.不在场）的情况下，男性顾客比女性
顾客花更多的钱和购买更昂贵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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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本能。消费者对广告中刺激元素的反应大多是下意识的，例如不同的面孔确实会

影响人们对广告的态度、对品牌的态度以及购买意愿，而且效果不容小觑，而其原因在于对面

部特征的感知有利于物种生存（Xiao和Ding，2014）。外在温度变化能够使得人们的攻击性加

强，例如在拍卖中，温度越高（vs.适中），人们的支付意愿越高，温度引起的不适和攻击性正是

 

表 3  （续）

一级标签 二级标签 三级标签 标签变量（例）
理论或
模型

变量作用

内部标签

生物本能

视觉刺激
广告中的不同
面孔（Xiao和
Ding，2014）

社会交互

不同的面孔会影响人们对广告的态度、对
品牌的态度以及购买意愿，而且效果不容
小觑，而其原因在于对面部特征的感知有
利于物种生存

触觉刺激

温度变化在拍
卖中的作用
（Sinha和
Bagchi，2019）

生理唤起
拍卖中，温度越高（vs.适中），人们的支付意
愿越高，温度引起的不适和攻击性是这些
影响的根源

味觉刺激
香味广告
（Ruzeviciute
等，2020）

本能体验
与特定的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气味相关联
后，香味广告能够增加产品的吸引力

个体特征

性别特征

不同性别消费
者对天气的不
同反应
（Govind等，
2020）

生理调节
女性对天气状况有更强的情感反应，这导
致她们的享乐消费比男性有更大的增长

认知资源
进程广告促进
心理过程模拟
（Cian等，2020）

心理模拟
强调进程的广告比前后展现结果的广告更
能促进心理过程的自发模拟，这使得进程
广告更具说服力

信息处理

广告形象符合
消费者的基本
认知（Chae和
Hoegg，2013）

认知流畅
性

消费者通常有“过去等于左，未来等于右”
的时间概念，当消费者看到广告中产品形
象与时间的空间表现一致（不一致）时，他
们对产品的态度会更好（更差）

解释水平

消费旅程与解
释水平
（Humphreys等，
2021）

解释水平

在消费旅程的早期（晚期），消费者的思维
会更抽象（更具体），会生成更抽象（更具
体）的文本来搜索查询；消费者更有可能点
击符合他们思维方式的广告内容或搜索引
擎结果（解释匹配效应）

群体特征

群体归属

视觉展示中采
用被赞助团队
的颜色
（Henderson等，
2019）

分类和归
因

企业只需在视觉展示中采用被赞助团队的
颜色，就可以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
享受到更多的赞助利益

社会排斥

广告的密集元
素设计与消费
者空虚感
（Su等，2019）

社会排斥
认为自己被社会排斥的消费者更积极地评
价那些具有密集视觉模式的产品

社会距离

没有数字增强
的大码女模特
效果更好
（Shoenberger
等，2020）

社会比较
理论

消费者越来越有可能购买广告中没有数字
增强的大码女模特的商品，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的模特很真实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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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响的根源（Sinha和Bagchi，2019）。在视觉元素的刺激之外，其他感官的刺激能够带来不

一样的感知，如想象中需要与身体近距离接触的感官刺激（味觉、触觉）比不需要如此近距离接

触的感官刺激（听觉、视觉）能让个体在心理上感觉更接近（Elder等，2017）。在感官刺激之外，

消费者对因果关系的本能反应同样也能够为广告所利用以影响消费者决策，例如广告图片中

元素的近距离呈现能够让消费者认为产品更有效（Chae等，2013）。
（2）个体特征。该部分主要包括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认知处理特征如认知资源分

配、信息加工方式和解释水平等。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性别、年龄、收入情况等标签均对广

告效果有所影响，例如男性和女性受到外界条件刺激时会有不同的反应，女性对天气状况有更

强的情感反应，这导致她们的享乐消费比男性有更大的增长（Govind等，2020）。在认知资源方

面，用户拥有较多的认知资源时，能够更加认真地研究广告内容，增加对广告结果的判断，广告

的披露可以提高说服力（Thompson和Malaviya，2013）。在信息处理流畅性方面，消费者对广告

内容的熟悉程度会对广告效果产生影响，例如消费者已经习惯了“过去等于左，未来等于右”的
时间概念，当他们看到广告中产品形象与时间的空间表现一致（不一致）时，他们对产品的态度

会更好（更差）（Chae和Hoegg，2013）。在解释水平方面，消费者更有可能点击符合他们思维方

式的广告内容或搜索引擎结果（解释匹配效应），从而体验到更高的搜索满意度，并感知到更大

的目标进展（Humphreys等，2021）。
（3）群体特征。广告内容与消费者独特的社会身份的匹配，能够让消费者产生认同感，从而

提升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和评价。例如，让被试观看与其性取向一致的广告会增加广告的吸引

力，尤其是对于LGBT消费者，广告吸引力能显著地预测购买意向和推荐广告品牌的可能性

（Bond和Farrell，2020）。而广告内容与消费者的社会定位不符合，将会导致明显的负面反应，如

广告中对性别的描写会影响观众的情绪，这种不匹配带来的负面情绪反应在那些赞同保守政

治意识形态的观众中更为普遍（Northey等，2020）。此外，认为自己被社会排斥的消费者更需要

从广告或者商品中寻找补偿性内容，因此更喜爱广告中的密集元素设计（Su等，2019）。
（三）消费者画像的挑战

当前的计算广告系统以数据和模型为基础预测消费者需求，收集大量数据才能完成消费

者画像，在构建心理协同的过程中，当下数据标签系统如何与心理标签相结合是重点和难点。

广告系统加入心理标签，需要在机器学习模型中分配给数据标签和心理标签不同的权重。例

如，现有用户标签可以分为属性标签和兴趣标签两部分：（1）属性标签包含对年龄、性别、教育

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用户确定特点的描述。若企业没有拿到足够准确的数据，则需要利用行为数

据和SVM、AdaBoost等模型对人群进行分类。（2）兴趣标签主要指基于用户网上浏览记录加工

得到的兴趣定向，根据某用户一段时期内的各种网络行为，将该用户映射到某个定向标签。消

费者的网络行为可以大概分为四种，即与内容相关（如网页浏览和分享）、与广告活动相关（如

广告点击）、与查询相关（如搜索）和与特定产品相关（如预转化和转化等）。行为到标签的映射

可以通过人工标注（如图片内容标注）和机器学习（如文本主题分析）两种方法完成。标注完成

后，通过标签数据对行为定向模型进行权重参数训练，其实就是在调整搜索、浏览等不同行为

类型的重要程度。例如对于页面浏览行为，可以将其链接跳转作为标签，一次跳转浏览的强度

就可以设定为1。但是对模型的参数权重进行训练和优化需要使用大量算力和实验，因此是心

理协同具体建立过程的难点之一。

四、  内容匹配：广告智能生成

在计算广告的“预测—匹配—迭代”模式中，广告内容设计是协同策略的重要一步，内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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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需要根据消费需求预测进行个性化调整。如前所述，计算广告在每次投放前都需要为受众

“量身”打造，同时全流程需要在0.05秒内完成，因而效率成为系统优化的重点（Chen等，2019）。
这意味着，系统不得不依靠人工智能技术来快速生成广告内容（Qin和Jiang，2019），因为人工

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内容生成。然而从广告的个性化目标来说，心理协同框架才能更好

地理解广告内容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从而准确匹配消费需求、引导消费行为。因此，在介绍内

容生成的现有流程后，本文将重点梳理广告内容及其心理影响相关文献，尝试建立对应的知识

图谱，完成心理协同决策的重要一步。表4对广告元素的智能化处理进行了概括。

表 4    广告元素的智能化处理

广告元素
智能化
处理

相关技术领域 元素变量（例）
理论或
模型

变量作用

文本

内容生成 NLP-对话系统 — — —

叙述人称 NLP-文本分类

叙述人称与广
告元素的搭配
（Chang等，
2019）

交际适应
理论

第一人称广告与温暖意象搭配会提
升使用者的社会归属感，第三人称广
告则会借由激发自我提升动机而获
得更多的喜爱

情感分析 NLP-情感分析

内容的情绪与
其传播性
（Berger和
Milkman，
2012）

情感唤起
带动信息
传播

那些能唤起高度警觉的积极（敬畏）
或消极（愤怒或焦虑）情绪的内容更
具有传播性，而以信息为中心的内容
对分享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文本呈现
NLP-预定义词包/
模板

书写方向与文
化背景的匹配
（Deng等，
2019b）

时空图式

广告中文本的书写方向在特定的文
化下能够通过暗示影响消费者对产
品的时间感知，竖向书写让人感到更
加传统

图片

元素选择
计算机视觉-图形
分类、目标检测

图形元素的规
律性
（Pieters等，
2010）

视觉符号
学理论

广告中图片的平移规律性、重复规律
性、对称、摆放规律性、是否遮挡等会
影响消费者对图片的关注

图片质量

计算机视觉-超分
辨率

高质量的图片
（Li和Xie，
2020）

—
在广告情境下，高质量和专业拍摄的
照片始终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

复杂度

图片特征的复
杂度
（Pieters等，
2010）

视觉复杂
理论

图片特征的复杂度（像素）会对消费
者图片认知产生影响

色彩效果
计算机视觉-风格
迁移

视觉展示中采
用被赞助团队
的颜色
（Henderson等，
2019）

群体归属

在球队赞助广告相关研究中，品牌在
视觉展示中采用被赞助团队的颜色，
创建的视觉一致性会对消费者的品
牌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感知距离
计算机视觉-图像
分割

距离与广告框
架（Park和
Morton，2015）

解释水平
当被要求对远距离的实体做出判断
时，个体更容易被促进型框架所说服

人像或消
费者互动

计算机视觉-生成
对抗网络

人物的微笑
（Cheng等，
2020）

笑容作为
内在动机
的信号

图片中人物微笑的大小会影响消费
者对动机的推断，相比于较小的微
笑，消费者对较大的微笑会进行更多
的内在动机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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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协同模式下的内容自动化生成

人工智能生成广告内容的基本框架为：首先利用消费者历史行为数据以及对消费者互动

信息的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对消费者可能的偏好进行预测，然后使用AI算法确定广告的

生成逻辑如相关性分析和主题分析等，最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内容创建（Chen等，2019；
Deng等，2019a）。以目前的电商广告为例，广告投放平台普遍使用动态创意优化算法（dynamic
creative optimization）生成广告产品图片，其一般步骤或者思路是：先设计好图片的基本内容或

模板，包括文本、图形元素、背景等（例如有一种通用模板可以分解为五种元素：主视觉、品牌标

识、文案说明、行为召唤和背景图），然后再将这些元素根据AI算法的生成逻辑拼接组合成一

张新的图片。在实践中，这种思路以阿里妈妈、巨量引擎等为代表。

（二）心理协同模式下广告文本的生成

人工智能处理广告文本信息主要使用自然语义处理（NLP）技术，NLP的任务包含句法、语

义、叙述和对话四个难度递进的层次。事实上，基于关键词的广告文本自动生成就像是一次与

人工智能的“对话”：广告主通过输入关键词“发起对话”，而AI则通过NLP的对话系统输出回答

即广告语。

广告文本自动生成后，其有效性需要进一步衡量。首先是广告语由谁“说”的问题，即叙述

人称的选择，这方面主要涉及NLP的句法分析任务。句法分析是最初级的NLP任务，包含词性

标注和分类解析两个方面的内容。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句法分析功能为广告语识别和选择合适

的叙述人称，从而提升广告效果。例如第一人称广告与温暖意象搭配会提升使用者的社会归属

感，第三人称广告则能借由激发自我提升的动机而获得更多的喜爱（Chang等，2019）。
然后是广告“说什么”的问题即内容选择，这主要涉及NLP的语义分析任务。目前，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的语义分析能够实现对文本的情感进行分析的功能。情感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上下文挖掘从文本中提取主观信息，因此有时被称为意见挖掘。通过情感分析，人工智能可以

对生成的广告语进行情感识别，然后选择合适的情感词包对广告文本进行调整以赋予其某种

特定的情绪，从而提升广告效果。例如，各种戏剧元素包括惊喜、情节和人物等，都会引发情感

（Tellis等，2019）；那些能唤起高度警觉的积极（敬畏）或消极（愤怒或焦虑）情绪的内容更具有

传播性，而以信息为中心的内容对分享有显著的负面影响（Berger和Milkman，2012）；等等。

最后是广告语如何呈现相关问题，例如使用什么字体、多大字号以及哪种颜色等。AI算法

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相应赋予广告文本适当的呈现形式，以达到特定的广告效果。例如，广告

中文本的书写方向在特定的文化下能够通过暗示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时间感知，竖向书写让

人感觉到更加传统（Deng等，2019b）；数字信息以点值抑或范围的形式出现，表示收益的大小

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Lembregts和Pandelaere，2019）；等等。

 

表 4  （续）

广告元素
智能化
处理

相关技术领域 元素变量（例）
理论或
模型

变量作用

声音

合成特定
声音

深度学习视听-声
音模仿

声音的跨模态
作用
（Hagtvedt和
Brasel，2016；
Lowe和Haws，
2017）

跨模态补
偿

声音频率与颜色亮度之间的模态对
应可以引导视觉注意，高频（低频）声
音引导视觉注意到浅色（深色）物体，
并且这种效应完全是消费者下意识
产生的结果，在消费者理解语义之前
产生

分离混杂
声音

深度学习视听-音
轨分离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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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协同模式下广告图片的生成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或者生成广告图片的技术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目前有两种自动

生成图片的思路：一种是将先设计好的图片的各种元素再拼贴在一起，这种思路以阿里妈妈为

代表，可以在广告模板上使用AI技术创作新的图片；另一种是在已有的图片上改动或者整体

生成所需的图片，这种思路是通过计算机视觉中的深度学习技术对图片进行处理。总体而言，

计算机视觉中的深度学习技术更能够满足“千面”的广告内容生成需求，因为第一种拼接组合

思路容易受限于素材库不足、肖像权/版权等问题。计算机视觉中的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分成图

像分类、目标检测、图像分割、超分辨率、风格迁移、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等方向。

使用图像分类和目标检测等技术，可以对图形元素进行分类和规律性检测以挑选合适的

元素进行拼接。基于这些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挑选合适的图形元素并以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

从而生成一张效果更好的广告图片。例如，人工智能可以为慈善广告挑选“暖”的图形元素以提

升广告效果，因为研究表明接触呈现冰冷物体的广告图片会导致身体上的寒冷感，进而提高孤

独感，此时负面情感慈善广告会降低捐款诉求的效果（Choi等，2016）。同样，人工智能也可以挑

选图库中具有规律性的元素或使用规律性的拼接组合方式来构图，从而提升广告图片的效果

（Pieters等，2010）。
使用超分辨率技术，可以实现对图片质量和复杂度的控制。人工智能利用超分辨率技术，

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对图片像素进行调整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例如，Li和Xie（2020）经过研究

发现在广告情境下，高质量和专业拍摄的照片始终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图片特征的复杂

度（像素）也会对消费者的图片认知产生影响（Pieters等，2010）。
使用风格迁移技术，可以改变图片的色彩效果。风格迁移是指根据所提供的一幅画，将任

意一张照片转化成这幅画的风格，并尽量保留原照的内容。以Gatys等为起始，通过分析某种风

格的艺术图片，能对图片内容进行分离重组，形成任意风格的艺术作品，这样就能够摆脱素材

库容量的限制。人工智能通过风格迁移技术，可以为广告图片根据不同场景选择合适的色彩风

格，从而提升图片对受众的吸引力。例如，在球队赞助广告相关研究中，品牌在视觉展示中采用

被赞助团队的颜色创建的视觉一致性会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积极影响（Henderson等，

2019）。
利用图像分割技术，可以改变消费者对图形元素的感知距离，从而引发消费者不同的解释

水平。所谓图像分割就是把图像分割成具有相似的颜色或纹理特性的若干子区域，并使它们对

应不同的物体或物体不同部分的技术。通过图像分割技术，人工智能在生成广告图片时可以控

制图形元素，使其处于合适的感知距离，与受众的心理/思维状态相匹配，从而提升其处理的流

畅度，达到更好的广告效果。例如，当被要求对远距离的实体做出判断时，个体更容易被促进型

框架所说服（Park和Morton，2015）；当视觉广告元素（如视距高度）和语言广告元素（如时间效

益）启动相同的解释水平时，广告的效果会提高（Roose等，2019）；等等。

利用生成对抗网络（GAN）技术，可以对图片中的人像或消费者互动进行个性化处理。

GAN几乎在计算机视觉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图像生成方面，如风格转换

（Li等，2018）、图像恢复（Pathak等，2016）、图像融合（Wu等，2019）等。人工智能使用GAN技术，

只需调节模型的训练图片库，就能够生成任意的人脸图片，能够有效根据消费者标签进行图片

的定制与生成，以精准匹配、提升广告效果。例如，印刷广告中拥有特色面孔（如面部广告）或类

似人脸的图片能够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Guido等，2019）；图片中人物微笑的大小会影

响消费者对动机的推断，相比于较小的微笑，消费者对于较大的微笑会进行更多的内在动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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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Cheng等，2020）；等等。

（四）心理协同模式下其他广告内容的生成

对于其他模态的AI应用，目前以声音研究为主。总体而言，深度学习视听方面的研究还达

不到工业应用的水平，对数据集和实验的要求比较高，对噪声的容忍性低且不少都要依赖先验

信息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智能化广告中的声音处理给出方

法，例如：（1）声音模仿。只需少量标记和分类整理，直接投喂素材，就能合成特定的声音内容

（Ren等，2015）。（2）音轨分离。用AI对歌曲音轨进行分离，即把频谱空间中的人声、乐曲声分别

抽离出来。（3）文本转语音。MIT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线工具，可以用它来生成各种字符的

44.1 kHz声音。这个工具只需要少量的文本数据，还能保留文本所表达出来的韵律。通过这些

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将广告文本转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语音，并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广告图片进行

匹配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研究表明，声音和视觉刺激之间的一致性（例如低音调和大对象）可以

让消费者对不同物体分配不同的认知资源（Bien等，2012）。例如，声音频率与颜色亮度之间的

模态对应可以引导视觉注意，高频（低频）声音引导视觉注意到浅色（深色）物体（Hagtvedt和
Brasel，2016）。

（五）广告内容生成的挑战

计算广告使用NLP和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广告内容的自动化生成，以快速匹

配消费者需求，但存在可解释性不足、内容碎片化生成与广告主长远目标相矛盾等问题。计算

广告具有即时反馈的特点，即时反馈的效果指标不仅用于评估过去投放的表现，而且被定向和

传递，作为算法优化后续广告投放的基础（Yun等，2020）。这种基于即时效果反馈的迭代模型

使得计算广告过于注重消费者对广告的短期反应，进而使得内容投放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却

忽略了广告主对品牌内容稳定化展示以使消费者形成统一品牌印象的需求。如果计算广告希

望实现长久和稳定的品牌构建，即广告的宏观效果或长远目标，广告系统就需要摒弃如今所用

的一般模型，包括末次转化归因、平均分配归因、时间衰减归因和价值加权归因等（Berman，
2018），而引入新的知识以理解消费者更内隐的注意力变化和心理状态变化，理解何时需要强

调产品、何时可以强调品牌，将心理协同作为创意制作和归因的基础。不过，在构建基于心理协

同的广告内容生成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重点和难点，例如如何将知识引入现有系统，如何减

少对数据的依赖，如何通过心理机制确定创意制作和调整方向，等等。

五、  迭代学习：广告智能投放

在计算广告的“预测—匹配—迭代”中，广告投放是协同的结束和迭代的开始。广告全景化

投放中对触点的捕捉能力是衡量系统有效性的重要一环，系统捕捉触点进行广告展示、收集效

果数据并反馈迭代成为标准流程（Villegas等，2018）。投放和迭代策略的自动化依赖于效果数

据的关联，但效果本身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这种纯粹的数据关联难以有效应对外部因素

变化如不同场景，从而产生模型难以泛化和升级的问题（Choi等，2020）。正如前文所述，心理协

同框架可以帮助投放系统进行更可靠的效果归因从而快速确定迭代方向，应该是解决这些问

题的有效手段。接下来，本文在对现有投放体系进行简单介绍后，将尝试构建相应的知识图谱，

完善心理协同框架。表5对智能投放体系进行了概括。

（一）数据协同模式下的投放流程

计算广告采用标准化和程序化的投放模式，整个过程自动数字化执行、毫秒级反馈

（0.05秒内完成），使得广告主能够实时跟踪目标消费者、动态竞争媒介资源和调整投放内容。

程序化投放系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需求方平台（DSP）、供应方平台（SSP）以及广告交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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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exchange）。需求方平台，就是有购买广告位需求的广告主；供应方平台，就是可以提供广告

位置资源的媒介方；这两个平台通过广告交换网络来实现广告位置资源的买卖。程序化投放的

基本模式如下：（1）用户访问网站，产生广告投放机会即投放广告位；（2）供方（supply side）将
资源提交给交易平台（exchange）；（3）交易平台将信息发给需方（demand side）的竞价监听服

务；（4）需方通过监听服务将竞价信息传递给竞价引擎（RTB）；（5）竞价引擎通过用户ID到数据

管理平台（DMP）查询用户的信息；（6）数据管理平台将用户相关信息返回给竞价引擎；（7）竞
价引擎根据之前预设的竞价规则和投放规则，提出相应的竞价价格；（8）竞价监听服务将需方

提交的价格和广告代码发到广告交易平台；（9）交易平台根据竞价规则将胜出的投标者的广告

表 5    智能投放体系

投放参
与者

智能化
功能

功能维度 维度变量（例）
理论或
模型

相关发现

广告主方
DSP

自动效果
评估

企业层面
效果

广告形式与品牌
识别（Aribarg和
Schwartz，2020）

—
展示广告（相比于原生广告）会导致更
多的视觉注意和品牌识别

单次广告
效果

原生广告位置对
其效果的影响
（Wang等，2019）

注意力分
配

随着广告位置排名的降低（即从排名第
一到更低的排名），点击率只有轻微的
变化，但转化率却大幅下降

自动迭代
优化

单个广告
优化

广告形式选择
（Aribarg和
Schwartz，2020）

—

当广告在新闻页面上的位置被控制时，
原生广告产生更高的点击率，因为它更
像周围的编辑内容；然而展示型广告更
能提升用户的视觉注意力、品牌认知度
和信任度

广告组合
优化

广告重复策略选
择（Yaveroglu和
Donthu，2008）

资源可用
性理论

在非竞争的互联网环境下，广告变异策
略比广告重复策略导致更高的品牌名
称回忆率和点击意愿；在竞争激烈的互
联网环境下，广告的单一内容重复策略
比不同广告内容重复能产生更高的品
牌名称回忆率

媒介方
SSP

自动管理
广告请求

广告—媒
介匹配

广告内容与媒介
的一致性
（Germelmann
等，2020）

信息处理
流畅性

广告内容与媒介的一致性会提升消费
者处理信息的流畅性，从而提升广告效
果

媒体平台
的特征

多样性
（Hughes等，
2019；Yoo和
Eastin，2017）

精细加工
模型

媒体平台的多样性能够影响消费者的
心理状态，使得广告效果发生改变

自动管理
广告位分
配

根据内容
源

UGC广告的作用
（Tellis等，2019） —

对于UGC广告，一个代表形式是病毒式
广告，其长度、情感内容和媒体平台一
起作用使得人们沉浸其中并进行传播

根据展示
形式

社交广告与产品
类别匹配
（Huang等，
2020）

社会影响
一些产品类别如服装、汽车和食品，表
现出比金融服务、电器和手机游戏等其
他类别更强的社交广告效果

根据广告
位置

页面位置与原生
广告
（Wojdynski和
Evans，2016）

说服知识
理论

原生广告在页面中间或底部的定位和
使用广告或赞助的措辞会增加广告识
别，而广告识别通常导致视觉突出，进
而导致消费者更多的负面评价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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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推送给供方网站；（10）供方网站根据推送的广告代码到需求方的广告物料中请求广告物

料；（11）需求方将被请求的广告物料推送到网站平台；（12）网站平台将相关信息整合后显示给

用户。

（二）心理协同模式下的广告主智能投放

在程序化广告投放系统中，DSP为广告主提供跨媒介、跨平台、跨终端的广告平台，通过数

据整合、分析实现基于受众的精准投放，并且实时监控不断优化。

自动效果评估。在投放过程中，DSP会根据收集到的广告展现（impression）和点击（click）
进行计费操作，形成相应的报表；而浏览、展现、点击的记录会分别被收集形成日志，再由

DMP进行抽取和分析，形成媒体数据、用户标签、CookieMatch数据以及回头客用户标签数据

等，这些数据会在下一次投放过程中作为RTB竞价函数的参考依据。当前，计算广告的效果衡

量指标多种多样，但是根据广告对于企业起作用的范围可以分为企业层面、营销策略层面以及

广告单次展示所能带来的效果（Yun等，2020）。企业层面的效果衡量指标包括股价、产品定价

能力、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等；营销策略层面的指标包括投资回报率、渠道收入、触达人群数等；

广告单次展示效果层面的指标包括曝光、点击、分享、评论等。通常来说，广告效果与消费者的

信息寻求模式以及所处消费旅程阶段有关（Humphreys等，2021）。例如，原生广告序列位置对

媒体指标（点击率）和广告主指标（转换率）有不对称影响：随着广告位置排名的降低（即从排名

第一到更低的排名），媒体指标只有轻微的变化，但广告主指标却大幅下降（Wang等，2019）；展
示广告比原生广告有更好的品牌构建效果，如品牌识别（Aribarg和Schwartz，2020）；等等。因

此，DSP平台需要洞察不同广告效果背后的投放环境的作用，以此优化竞价函数，获取更为有

效的广告展示位置和形式。

自动迭代优化。DSP平台通过对比分拆实验（A/B test）来选择效果更优的投放策略。A/B test
本质上是一种实验，将页面的两个或多个变体随机显示给用户，统计分析确定哪个变体对于给

定的转换目标（指标如CTR）效果更好。计算广告通常不能在多个效果维度上都令人满意，所以

投放策略需要结合广告投放目标进行考量。比如，广告展示效果需要与原生广告的披露程度一

致，原生广告产生更高的点击率，因为它更像周围的编辑内容；然而展示型广告比原生广告更

能提升用户的视觉注意力、品牌认知度和信任度（Aribarg和Schwartz，2020）。在不同的广告形

式上，广告相应的展示策略也不同，比如搜索广告可以适当增加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难度，以提

高利润率和转化率（Ngwe等，2019）。除了考虑单次投放中广告的展现形式外，DSP的对比分拆

实验也需要考虑多个广告组合投放策略的选择。例如，在非竞争的互联网环境下，广告变异策

略比广告重复策略会导致更高的品牌名称回忆率和点击意愿；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环境下，广

告的单一内容重复策略比不同广告内容重复能带来更高的品牌名称回忆率（Yaveroglu
和Donthu，2008）。

（三）心理协同模式下的媒介方智能投放

在程序化投放系统中，SSP是面向广告售卖方（媒介方）的平台，帮助网站主或网站代理管

理各自的广告位，专注于广告位优化、展示有效性优化、展示竞价优化。

自动管理广告请求。在一次投放竞价中，多个DSP（广告主）可以同时发起广告竞价请求，

但是媒介方并不是所有请求都接受，因此需要SSP平台来筛选广告主和监控广告素材。事实

上，负载媒体的广告平台对广告效果有很大影响。首先是广告内容与媒体平台的一致性。一致

性可以表述为广告内容通过元素的匹配来表达统一（Henderson等，2019）。广告内容与平台的

一致性可以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Germelmann等，2020），比如信息流广告的形式与原生内容

格式一致时，可以带来更高的点击率（Aribarg和Schwartz，2020）。此外，媒体平台的特征如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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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Hughes等，2019）和心理唤起（Duff和Sar，2015），也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使得广告

效果发生改变。

自动管理广告位分配。SSP可以针对自身广告位的特点，选择是内部销售还是开放给广告

交易平台，对于开放的广告位则需进一步管理是分配给哪个广告交易平台（选择合适的广告素

材）。不同特征的广告位需要与合适的信息/广告展现形式相匹配，以提升广告效果。根据广告

内容的生成源头，可以将广告分为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广告和企业生成内容（FGC）的广

告。对于UGC广告，一个代表形式是病毒式广告，其长度、情感内容和媒体平台的共同作用使

得人们沉浸其中并进行传播（Tellis等，2019）；当广告受众的认知资源不够充足时，UGC广告可

以通过提供更多内容创作者的信息来提升广告说服力和品牌忠诚度（Thompson和Malaviya，
2013）。根据广告的展示方法，又可以将广告分为非互动广告和互动式广告，其中互动式广告包

括横幅广告、原生广告等。传统的展示广告对购买转换的直接影响相对较低，但它们更可能通

过其他广告形式刺激后续访问（Xu等，2014）。当将广告重心由企业主导的信息传递变为消费

者主导的水平沟通时，传统的展示广告变为强调沉浸感和信息处理流畅性的原生广告（黄敏学

和张皓，2019）。
（四）广告投放面临的挑战

当前计算广告主要基于数据和算法进行广告投放和反馈迭代。在消费行为移动化的环境

下，理解情境因素如何调节或促进营销传播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Grewal等，2016），然而现

有投放系统首先考虑的是行为数据的量，而忽略了对场景因素如何影响行为的理解。这导致场

景变量在现有实践中依然缺乏足够权重，投放系统的结果输出依赖于特定的模型和数据且无

法泛化，甚至受限于数据来源与特定结构，迭代模型本身也是不稳定的。此外，单纯依靠数据的

线性回归表达能力有限，需要手动构造大量的特征变换；即使是非线性模型如GBDT（gradient
boosted decision tree）和DNN（deep neural networks）等机器学习方法或者强化学习模型，其目

标也仍然在于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以优化投放的标签组合。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心理协同

框架的构建，但如何将心理机制与现有计算广告模型结合而不影响投放效率依然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例如，如何利用场景变量的心理唤起作用，包括用户与谁在一起、用户在做什么、用户

位置以及用户当前的情感状态等（Adomavicius和Tuzhilin，2011）。

六、  结论与展望

（一）从数据协同到心理协同

计算广告崛起于移动互联网逐渐取代传统互联网的大背景，通过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强大算力来适应消费者行为移动化、决策场景化和影响社会化的巨大变

化，从而取代传统在线广告成为当前的主流广告，是典型的依靠数据和算法的数据协同决策

模式。

与此同时，计算广告的数据协同模式也面临着发展障碍。首先是数据、算法和算力层面，面

临着数据悖论、隐私关注等问题。数据协同模式依靠大量数据驱动，通过机器学习或者深度学

习算法在数据中挖掘相关关系，利用标签之间的相似度做出决策。但是现实环境复杂多变，消

费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算法难以准确快速地判断消费需求和预测消费行为。为解决多变环境

的影响，数据协同模式选择扩大变量范围、收集更多的消费者数据。但这带来了强烈的隐私担

忧，同时也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算力资源。其次在广告决策层面，计算广告面临着模型短视、内

容碎片化等问题。数据协同模式下的广告投放更看重短期效果，产生如“大数据杀熟”的短视决

策和内容不统一等问题，难以与品牌的长期建设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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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上述问题，计算广告必然不能只依靠数据和算法，还需要对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机

制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本文期望将营销理论知识引入计算广告系统，与自动化的“预测—匹

配—迭代”框架结合，使用表征消费者心理认知的知识图谱来构建基于心理理论的协同决策模

式，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广告投放。具体方法是在广告系统的“买点（用户）—卖点（产品）—触点

（场景）”三元匹配中，以更加本质的心理标签预测需求，更加稳定的心理机制指导内容生成和

场景适应，使广告系统能够突破数据和模型的局限，得到可重复和可解释的结果。简而言之，计

算广告需要在满足数据协同模式“知其然”的基础上，引入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知识满足“知其

所以然”的要求。

（二）从计算智能到认知智能

如上所述，计算广告基于行为数据的协同决策模式受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驱动。除了计算

广告，人工智能已对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决策管理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但是，构建在大数据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决策系统，目前面临着数据管理困难（同时管理更多数

据）、算力要求更高（单次处理更多数据）以及算法日益复杂（需不断提升算法的效率）三方面难

题。当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更多从数据、算法和算力三个方面进行，属于强调大数据高效存储

和计算处理的计算智能阶段（Lu等，2016）。不过，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向强调机器的理解、思考

和推理能力的认知智能发展（Raisch和Krakowski，2021；Shrestha等，2021），以便利用人类的认

知能力完成复杂任务，做出深刻的判断和决策。所以，将计算广告现有的决策模式与认知智能

相结合，将使之摆脱决策周期长、不够精确和不可解释的劣势，而保留自动化、快速执行的优势。

具体而言，本文在基于计算智能的广告模式中引入新的理论知识，尝试构建出部分知识图

谱以形成基于认知智能的广告新模式。通过构建基于“产品-满足心理需求”“用户-人格特质与

动机”和“场景-心理启动与唤醒”三元交互知识图谱的认知智能，计算广告将摆脱对大量的动

态行为数据的直接依赖，从这些表层数据中洞察到内隐、稳定的心理知识，从而赋予算法对产

品卖点（指广告主的基础策略，即将产品介绍推广出去）、用户买点（指用户个性化需求，即产品

的卖点要能契合用户的诉求）和场景触点（是场景的差异化即在特定场合激发用户对产品的诉

求）进行全方位理解与满足/契合的能力。因此，本文认为将知识图谱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人

机协同认知智能模式，很大可能是计算广告未来的发展方向：基于反映广告促销心理机制的卖

点、触点和买点的认知图谱，认知智能可以在认知理解广告创意策略的基础上，衍生出融合场

景、契合用户的增强广告促销策略，进而提升广告整体效果。

当然，认知智能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本

文采用的是在推荐系统研究和应用中广泛使用的知识图谱形式（He等，2022a，2022b）。知识图

谱以结构化的形式描述客观世界中的概念、实体及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用图模型来描述知识

和建模事物关联的大规模语义网络，支持非线性的、高阶关系的分析，是认知智能实现理解、解

释和推理的底层支撑。同时，知识抽取和知识融合及其与人工智能技术如深度学习的结合，都

已经有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可以为认知智能的发展奠定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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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lgorithm selection, which highly impacts the advertising
effect. For example, the data paradox (Due to the mobility of consumer behavior, the more the consumer
data collected, the more accurate the consumer portrait, but the more complex the calculation, the more
serious  the  privacy  problem)  and  short-sighted  decision-making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s  too
changeable to adapt to the scene of consumer behavior, but ignores the long-term construction of brand
image) of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hinde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solving the problem based on
analyz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blem.

Through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industry experie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obtain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verifies them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model has 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passive “stimulation – organism – response” model to the active
“prediction – matching – iteration” model. The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system reli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ta to make synergy decisions, and the data with algorithms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advertising studies. 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ture supports this conclus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key to the above problem l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advertising objectives and
advertising modes. The historical behavior data of consumers based on the data synergy decision-
making model is fragmented and contextual, so the algorithm relies too much on the correlation of data
and lacks the ability to explain behavior, and cannot predict and explain consumer behavior. The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sible direction and method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from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constructs the knowledge graph of “User – Product– Scene”
with ternary interaction, builds a psychological synergy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urrent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system, introduces the causal inference ability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guides
the data synergy mode to the psychological synergy mode, so as to predict consumer demand more
effectively and stably.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it verifies the data synergy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Secon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lemma faced
by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comes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oal of advertising accuracy and the
means of relying on algorithms, and supplementing the insight into consumers’ psychology can
effectively fill this loophole. Third, based on the current data synergy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it attempts to build a psychological synergy framework, and uses th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and algorithms to create the operation basis of psychological synergy
model. Fourth, it puts forward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that is, introducing new knowledge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behavior, combining it
with automatic decision-making, changing from data synergy mode to psychological synergy mode, and
changing from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 relying on data and algorithms to cognitive intelligence
mode with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 consumption scenes; machine learning; psychological
synergy; cognitive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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